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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构与建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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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建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理论在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女性特质的解构和语言的解构三个向度上,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和质疑。女性主义在颠覆和解构的同时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解构游戏中,而是非常注重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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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fluence of the deconstruction theory on western feminism

ZHANG Bao-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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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inist criticism discourse can never be overlooked. Feminism pos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ual gender antagonism deconstruction, the female specialty deconstruction and the language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 and doubt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male-centered social order by employing the deconstruction theory. Feminism placed much stres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st criticism discourse and did not get stuck in the deconstruction games of nihilism while overthrowing and deconstr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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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冲击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它主张摆脱工具理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凝固化的等级秩序,与旨在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不谋而合。西方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理论中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在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女性特质的解构和语言的解构三个向度上展开了批评和质疑,并在70年代后期展开了解构式的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女性主义深受解构理论的影响,同时又从性别视角对解构理论做修正性的阅读甚至批判性的改造。本文拟从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两者之间互动关系产生的语境,分析两者在性别、性别对立和语言方面所进行的互动式的理论阐释,以期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做进一步的透视。

一、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

“解构”是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哈普金斯大学一次人文学术会议中提出的概念,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思潮,“解构理论不是一个对语义偶尔怀疑或者是武断地消解意义的过程,而是在文本之内仔细阅读并呈现意义生成的冲突性力量的过程。如果说在解构性阅读中破坏了什么东西的话,破坏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一种意义生成控制另一种意义生成的传统认识”[1]。因此解构理论是一种对任何事物都采取批判态度的研究方法。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批评从最本质的问题———男女性别二元对立———开始自己的解构之旅。他们首先运用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达到解构性别二元对立、进而消解隐匿于人的主体性和思维习惯背后的深层文化枷锁的目的,从而建构女性主义的批评话语。

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看来,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二元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把戏,如真理/谬误、在场/缺场,相同/差异、言语/书写、存在/虚无、生/死、自然/文明、心灵/物质、灵魂/肉体、男人/女人、好/坏、主人/奴隶等,斜杠左侧是处于高一等级的命题,从属逻各斯,居于优先地位,而斜杠右侧则标示一种堕落,它是前者的泛化、否定、显形或瓦解”[2]。它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要想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必须颠覆这种等级秩序”[3]。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父权制所主宰的性别秩序是合二为一的,现代社会不仅是逻各斯中心社会,也是菲勒斯中心社会。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因此女性主义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就必须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并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

解构和颠覆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受德里达解构理论影响最深的埃莱娜·西苏,其理论出发点就是要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重新界定女性空间。“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4],而男女的性别二元对立是所有这些秩序式二元对立的原型。性别的二元对立模式深深嵌入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结构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西苏指出性别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我们文化中运作的结果就是使女人只能以两种状况存在着:或者作为男性的“他者”,或者是被遮蔽。因此性别二元对立是一种“暴力”关系,在每一种文化话语里不断上演着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暴力。“在解构主义企图消除的所有二元对立当中,男女之间的等级对立也许最为严重。当然这种对立看来是最持久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不是人类的整整一半被作为有缺陷的人和异己的下等人而遭到排斥和压制。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当然不可能被一种新的理论技巧纠正过来。但是尽管从历史上来说男女之间的冲突再真实不过,但现在却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的思想为什么包含这一种先验的错误”[5]。解构主义对于二元对立的消解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工具:一方面女性主义可以通过这一工具洞察男女二元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它的控制权是怎样维护的以及转变的可能性等;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可以认识到,在性别关系中女性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同样是不正常的,如果历史变得过分“女性化”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女性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权利和地位,以避免将所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因此解构主义所提供的去中心的尊重差异的思维方式,对于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而又消解了性别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二、女性的解构

解构活动的彼岸世界是关于女性特质的规定性,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理论消解了男女二元对立之后就开始进行女性以及性别特质的解构。随着男女二元对立的解构,“女性是什么”、“女性特质是什么”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西蒙·波伏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等女性批评家在注重理论颠覆的同时,也注重从文本的实践中进行颠覆,因为解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本阅读的理论。如果说女性主义对于男女二元对立的解构偏重于理论上的建构的话,对女性的解构、对性别特质的质疑则无疑为女性主义增添了实践的活力。

女性主义首先运用解构理论来拆解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对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构成了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波伏娃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去由美、诗意和爱情编织成的面纱,女性被贬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6]这些女性形象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是父权制男女性别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女性主义批评家进一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对男性文本中所谓的“女性特质”进行质疑。依利格瑞则指出:“从圣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作为每一部作品及其主体之守护神的上帝也总是一位男性家长的形象。”[7]男性文本所反映的现实是作者出于一定的意图虚构的一个让妇女接受的现实,实际上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一种转换形式。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6],妇女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意培养和剥夺的结果,男性文本总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向女性读者灌输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让妇女默认无权的地位和规定的性别角色。正是凭借这种策略,父权制的社会才得以维持稳定。玛丽·爱尔曼把男性文本中的“女性特质”概括为“善变、被动、脆弱、保守、忠贞、感官性、高尚、情绪化、顺从,以及兼赋有巫婆和悍妇的内在天性”[8]等。凯特·米勒特进一步解构了男性心目中的“女性特质”:“是男性为了维持和扩展父权所附加给女性的特质”[9],揭露了这种男性主导而强加给女性的虚假的形象。

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是父权制男女性别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那么女性的文本中是否就体现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呢?在拆解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之后,女性主义进入了对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拆解。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姗·古芭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研究了包括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在内的众多19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结果发现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如出一辙。面对这种现象,他们进一步分析道:“这些女性作家都受到了父权意识的操控,依照男性读者的标准塑造了女主角的特质,而无法创造自己心中的女性形象。”[10]在19世纪父权社会里,女性作家当时根本不可能维持并发展女性自觉的思考而完全不受父权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女作家文本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女性主义提倡一种解构式的文本阅读方法,把这些女性作家的文本看成是宣扬女性主义的文本,把文本中的怪女人、疯女人和巫婆看成是女性作家对抗父权意识压迫的“永恒不渝的女性愤怒”[11]。对他们而言,“愤怒”成为女性意识的惟一正面宣泄的方法。

然而这样的阅读方法简化了女性作家的潜意识声音,而且陷于执着于诠释作者意图的危险,依照这样的方法去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并不能发现真正的女性特质。因此女性主义提倡一种“对抗性”的阅读,“妇女应有意识地重读父权制的文本,通过游戏文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以致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12]。这种解构主义的“对抗性”阅读策略,目的就在于把植根于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消解男性文本中虚构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从“解构”的思考向度来看,重要的不在颠覆天使的女性形象,由“怪女人”的形象来取而代之,而是解构所有由父权意识虚构产生的女性形象,透过社会参与和两性沟通,重新塑造适当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性形象。

三、语言的解构

解构主义的策略经常变化,但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消解语言中心主义两大宗旨却是非常明确的。除了解构逻各斯中心之外,解构主义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是语言的解构。在解构主义看来,语言是结构的根基,也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根基,解构结构必然解构语言。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女性主义借鉴了解构主义对语言的解构,从而建立了独特的女性话语理论。

在解构理论指导下的女性主义认为,要消解男性秩序首先要审视男性语言。女性主义认为一切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建立在语言是明晰、公正、不容歪曲而富有理性这种观念之上。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传统的叙事结构和阐释话语是父权制的产物,烙上了明显的性别歧视:在语言领域里,男人是规范和标准,女人是从属的;男人代表普遍性,女人仅具特殊性,只能相对男人而存在。在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构成的语言世界里,女人是匮乏或缄默、销声匿迹或默默无闻的性别,这限制了妇女的自我了解和表达。凯罗琳·伯克说道:“当今论述的主要方式是显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念和特征。当一个女作家为求得生存而发表见解时,她总是被迫运用这一类似外语的语言讲话,一种她本人使用起来颇感不自在的语言。”[13]肖珊娜·费尔曼指出:女人的话总是“被别人说出来”[14]。依利格瑞也认为:“妇女不得不用别人的耳朵听,正如在表现自身过程中,包括自己的文字,总是听命于他人的意思。”[15]因此,批判父权制就必须批判父权制的语言。

女性主义借鉴了德里达的语言拆解理论,企图拆解语言中的男性话语权威。那些以解构主义为批评武器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如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均重视语言批判和颠覆所能引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并运用解构主义理论来处理语言对立的问题。西苏提出女性主义首先要讨论语言的政治问题,“任何政治的思考都不能摆脱对语言的思考、对语言的改造”[16]。克里斯蒂娃则认为“现代对传统观念的打破及新的说话方式的发展与妇女的事业是一致的”[17]。在拆解男性话语的同时,女性主义者还着重进行了女性话语的建构工作。依利格瑞认为,要打破菲勒斯中心的同一性语言逻辑,建立新的两性新伦理、新秩序,必须让被压抑的女性重寻一个主体的位置,重寻一个发言的位置,寻找“文化的另一种语法或文法”。依利格瑞发展了一套与男性话语完全不同的女性话语理论,她称之为“女人话”。“她不能假装是在某种外在于父权制的纯粹女性主义领域中写作:如果她要别人不把她的话语当作是无法理解的絮絮叨叨的话,她必须模拟男性话语。而女性气质只能在她自己模仿的符号和字里行间留下的空隙中寻求了”[15]。这种独特的女性语言在西苏眼里是女人抵抗男性语言秩序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领域:“只有在诗意的写作中,通过对文法的颠覆、在语言内求取某种相对于性别法则的自由度,生命的奥秘、连续感才会出现。”[14]

在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颠覆西方文化传统入手,从性别二元对立、女性特质以及语言三个方面对父权制社会秩序进行了解构,其解构对象不仅是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也涉及与女性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西方思潮和文艺理论的阅读方法。女性主义在解构了西方理论话语中哲学、性别和语言之后认识到,父权制话语包括语言、资本主义和宗教等,所有的一切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由此女性主义借助解构理论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四、构建女性主义的解构话语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也随之孕育并发展起来。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旨在颠覆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改变对于女性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迫切需要一种新武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和秩序进行批判和质疑。解构理论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和批判态度与女性主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女性主义从解构理论强烈的颠覆性策略中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从解构理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中找到了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新视角,在这种语境下,解构理论开始成为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基本理论内核。

女性主义理论家大多把德里达看作自己的理论先驱之一,正像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这些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思想家从柏拉图和笛卡儿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和雅克·德里达,都发生挑逗性的冲突。”[18]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与解构理论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等女性主义法国派主将都与拉康、德里达和保尔·德曼等解构大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西苏、依利格瑞以及克里斯蒂娃等作家的相同处与其说是她们共有的法国特点,不如说是她们共有的哲学观点,而这些哲学观点是与德里达和拉康等后现代哲学家所共同拥有的。西苏、依利格瑞以及克里斯蒂娃也都是解构论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们三人都喜欢在作品中呈现出外表看似完全和谐的思想体系中的种种内在矛盾,且都是要以此等呈现去抨击作者身份、身份认同和自我等这类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概念”[19]。在特雷·伊格尔顿看来,“虽然对妇女的压迫确实是一个物质的现实问题,是一个生儿育女、家务劳动、职业歧视和不平等工资的问题,但又不能仅仅把它归纳为这些因素。它还是一个性思想意识的问题,是男性统治社会里男女如何考虑他们自己和对方的方式问题”[5]。面对女性主义的这一理论诉求,解构主义所提供的方法论显然并不是为了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征、意图以及历史的连续性存在,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将这些东西作为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这种致力于从语言、无意识等因素中寻找原因的方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理论生长点。

在女性主义与解构理论的关系中,并不仅仅只是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单向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与其说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者打开通道,不如说妇女的形象和话语也同样在为德里达指点迷律”[15]。德里达为了证明处于在场地位的“他者”可以颠覆基于在场特征之上的整个形而上学的理论,他所用的例子就是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在《芒刺:尼采的文体》和《双重时间》中,德里达具体论述了处于“他者”位置上的女性的颠覆性力量,女性作为一种颠覆性力量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

女性主义在吸收了解构理论的哲学和文学话语后,又开始解构这种话语。虽然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拥有共同的哲学观点,但并不是说他们拥有与德里达完全相同的性别立场和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与德里达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解构主义看来,“女性”的范畴是虚构的,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文字与文本的游戏中,看到的是意义的不可能,“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20]。而女性主义者虽然受德里达的影响甚深,但却发展了另一种不同的内涵,他们在颠覆与矛盾中体会到其中可以创造的“可能性”。托洛·莫伊在比较罗兰·巴特与西苏的文本理论的差异时认为,“前者表征了绝对的丧失,那是一个主体隐没于无物的空间;而后者总是终究能在想象的富足中,收拾起它种种的矛盾”[8],这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这种差异:解构理论强调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反对任何理论的建构和体系;而女性主义却要在解构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独特的女性话语。

由此可见,解构式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正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一方面要消解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颠覆菲勒斯象征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对解构理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一方面要超越解构理论的虚无主义游戏,另一方面又要重建女性文化,创造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以改变使妇女沉默或立于边缘的传统。女性主义与解构理论的互动关系对于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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